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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5月 18日,沃尔夫冈·“皮弗”·潘诺夫斯

基 (Wolfgang “Pief” Panofsky)，这位斯坦福直线粒

子加速器中心(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的

荣休主任，刚刚在北京的一个饭店里和著名的美籍

华人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一起早

餐，现在要赶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潘诺

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实验粒子物理学家，几年前，

经过李政道的大力推荐，开始担任中国政府的正式

官方顾问，来帮助高能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他

这次到中国就是来检查对撞机的进展情况，然后给

中国国家领导人作出建议。[1]

但潘诺夫斯基此次中国之行还有另外一个目

的。他在二战中参与了曼哈顿原子弹工程，而且在

战后长期担任美国政府的资深顾问，包括 1960~

1964年间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Presi‐

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总统科顾

委”)的成员。这些经历使得他成为核军备控制的

热情倡导者，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担任美国国家科

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国际安全和军

备控制委员会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简称“CISAC”)主任期间，对此大

力推动。CISAC 在 1980 年成立以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与苏联科学家就核军备控制面对面进行了富

有成效的第二渠道(非政府渠道)的磋商。到了1988

年，潘诺夫斯基希望探讨与中国科学家进行类似对

话的可能性。当时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的是

地球物理学家普莱斯(Frank Press)，他曾经在 1977~

1981 年间担任过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科技顾

问。普莱斯与中国科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周光召做

了联系，请他安排潘诺夫斯基与一些中国科学家就

核军备控制在 5 月 23 日举办一次见面会。等到潘

诺夫斯基于 5月 15日抵达北京时，他还不知道哪些

中国科学家会出席这个见面会，也不知道实际上操

作是否会顺利。[2]

潘诺夫斯基在 5月 18日到了高能所以后，看到

了可能参与见面会的中国科学家名单。那天，听着

高能所所长、物理学家叶铭汉给他介绍名单上这些

人的情况，潘诺夫斯基非常高兴。在那天的日记

里，他记载了自己当时的反应：“这是一个有点令人

惊悚的名单(‘a somewhat frightening list’)。与会者

的级别极其高；事实上，与会者里有几位是还在直

接参与原子武器工作的人。”被邀请的与会者名单

为首的是朱光亚，他是中国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技术

负责人，而潘诺夫斯基一直非常希望与他见面。五

天以后(1988年5月23日)这个见面会如期在高能所

举行，而且如潘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述，“开的极其

成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参与并主持了会

议，其他参会者包括参与过中国核武器计划的一些

科学家如陈能宽、于敏、何祚庥、胡思得、宋家树等，

高能所的物理学家叶铭汉、朱洪元、谢家麟、方守贤，

以及朱光亚在原国防科工委的助理、核军备控制研

究者邹云华等 30人。这是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核

军备控制的一次早期尝试。 [3]然而，朱光亚在见面

会上的缺席却意味着潘诺夫斯基希望达成中美科

学家间将来持续的核军备控制交流可能落空。

本文下面所要讲述的就是李政道如何秉承自

己的科学家社会责任，在这次见面会后帮助潘诺夫

斯基与朱光亚建立了联系，并以其他方式为他们所

领导的中美科学家们就核军备控制进行持续、有效

的对话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协助。参与这些交流的

中美科学家、学者广泛认为，这些交流推动了中国

核军备控制科技研究的开展，有助于中国参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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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备控制，并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而本文关于李政道、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促进

和领导中美科学家进行核军备控制的交流的历史

研究表明，科学家确实可以在推动国际谅解、合作

方面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 李政道在冷战早期推动核军控

在李政道非凡的科学人生中，他与原子弹可以

说有一种不解之缘：1946年他(和朱光亚一起)在西

南联大被物理学家吴大猷挑选，赴美学习制造原子

弹，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后来该项目因为

美国政策的限制没有继续下去，李政道也就没有做

原子弹方面的工作，而是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

学研究生，并很快成长为世界级物理学大师，但他

的众多师友却都或多或少与原子弹的历史有关。

例如，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主

持完成链式核反应、为美国原子弹工程作出重要贡

献的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费米 (Enrico Fermi)。

同时他的好友朱光亚留美归国后成为中国大陆核

武器计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而他的老师吴大猷则

在后来帮助促成海峡对岸决定不制造原子弹。

李政道在 1950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先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教研一年。1951年，著名物

理学家、二战中美国原子弹工程的领军科学家、战

后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发聘书给李政道，使其顺利到

研究院做了两年 (1951~1953)访问成员 (member)。

1953年李政道应聘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并于 1956 年被提升为(全校最年轻的)正教授。在

他的哥伦比亚物理系同事中，也有多位参与二战中

原子弹工程的同事，包括 1944年物理诺奖得主拉比

(I. I. Rabi)和杰出留美华人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

1956年 1月 13日，奥本海默在为李政道写的一

封推荐信中，盛赞他“要么是世界上绝对顶尖理论

物理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要么是他同龄人中最优

秀的理论物理学家”，称他“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原

创力、和丰硕成果”，科学工作“优雅、新颖、和清

晰”。[4]奥本海默的这封信显示，在 1956年，李政道

已经成长为国际领先物理学家。而他后来的发展

无疑验证了奥本海默的判断：在这一年中李政道与

另一位留美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合作研究提出弱

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后来得到吴健雄等

多位实验物理学家验证，李、杨两人并因此分享

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然而，少为人知的是，尽管李政道本人从未参

加过核武器的研制，但他却多次积极参与、推动了

国际核军备控制，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上面提

到的几位科学家也都成为核军备控制的倡导者)。

例如，1963年，李政道签署了当年一批美国诺贝尔

获奖者为支持美国和苏联、英国达成的部分禁止核

武器试验条约而发布的史无前例的公开声明。这

个条约是在总统科顾委的多年推动下达成的，而李

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声明，为美国国会参议院

批准该条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其成为冷战中第

一个核军备控制协议。这个声明是由曾在总统科

顾委担任过资深委员的拉比领头组织的，它督促国

会批准该条约，认为它是在核军备控制方向上“微

小的但意义重大的一步，可以增进美国的安全——

以及世界的和平”。声明并称批准这个条约可以被

认为是“我们国家渴望和平的一个具体体现”。[5]

而就在这个声明公布的当天 (1963 年 8 月 14

日)，美国的所谓“氢弹之父”、政治保守派物理学

家、奥本海默当年在政府内推动核军备控制的反对

者泰勒(Edward Teller)，在国会作证反对批准该条

约，认为它将减弱美国的国防力量。因为泰勒在美

国国会和军方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白宫巧妙利用

了拉比、李政道等诺奖得主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

成功地抵消了泰勒对核禁试条约的反对。例如，

《纽约时报》在当天报道此事的标题是“泰勒反对禁

止核试验条约，但 35位诺贝尔奖得主却一致要求参

议院批准”。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就致信感谢拉比和

其他参与声明签名的诺奖得主，尤其赞赏这些科学

家们的及时发言削弱了泰勒的影响力。[6]

在 1963年 8月 20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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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问肯尼迪总统：“总统先生，泰勒博士在呼吁参议

院拒绝批准核禁试条约时说，它将减弱美国国防，

并招致【敌国的】攻击，因为发展可靠的反导弹导弹

所必需的信息只能通过大气核试验才能获得。您

对此有何评论？”肯尼迪回答：

我知道泰勒博士已经清楚表明他反对该条约。

他整个上个星期和这个星期都一直在反对。然而，

也有很多具有同等资历的科学家——我们有一个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我们有其他致力于核武器的

科学家，我们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他人——他们

都认为这个核禁试条约会增加我们的力量。[7]

在总统科顾委、拉比、李政道等科学家的积极

推动下，1963年 9月 23日美国参议院顺利批准了有

限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其成为缓和冷战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8]

作为一个关心人类命运、渴望世界和平的诺贝

尔奖得主，李政道在核禁试条约签署前后都一直关

注核军备竞赛等冷战中的全球焦点社会政治问题。

在 196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时任总统、民主党候

选人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与来自亚利桑那州

的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候选人高德沃特(Barry Gold‐

water)对决，而选战的焦点之一就是约翰逊认为美

国应该采取稳健的外交政策，而高德沃特则认为美

国应该在冷战中更强硬，甚至提出把核武器的使用

权下放到北约指挥官。高德沃特的冷战政策遭到

大多数美国科学家的反对。1964 年 10 月 22 日，李

政道和其他 32位诺贝奖获得者一起联名呼吁美国

人支持约翰逊连任、反对高德沃特当选。在呼吁书

中，这些诺奖得主提出，这次选举的核心议题是战

争与和平以及作为总统所应该具有的领导素质，间

接表示出对高德沃特主导核武器政策的不信任。[9]

到了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民权运动、反越战

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致一些年轻的科

学家挑战像李政道这样的资深科学家们，认为科学

家们应该更多地投入改变社会的活动。 [10]李政道

一直坚信科学对社会进步、国际交往和世界和平的

价值，对任何可能影响科学发展的活动持谨慎态

度，所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抗议活动参与

者，但他还是积极参加了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社会

活动。例如，1968 年 4 月 4 日美国民权运动领袖、

1964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被暗杀以后，李政道、拉比和其他

“纽约市科学诺奖获得者”联名发了一份电传(tele‐

fax)给金博士的遗孀科丽塔·斯科特·金 (Coretta 

Scott King)表示哀悼，说“我们祈祷，金博士所终生

奉献的理想，能团结所有美国人，来实现他致力达

成的普世博爱、谅解和机会。”[11]

1970年 4月 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宣布美国将扩大越战、派兵入侵柬埔寨，引

起全国哗然、抗议。6月 3日，李政道参与签署一封

44位美国诺奖得主给总统的公开信，呼吁尼克松政

府“迅速终结美国在东南亚战争的参与 (‘a rapid 

termination of U. 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utheast 

Asian war’)”。[12]

2. 李政道为中美科学家核军控交

流牵线搭桥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重新交往以后，李政道

等华裔和非华裔美国科学家陆续以各种方式访华，

重启中美科技交流。李政道也借此重续他和朱光

亚的深厚友谊。1972年他第一次回国访问，朱光亚

专门到机场接机，并在他们夫妇在当年 10 月 14 日

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74年 5月 30日受到毛泽东

主席接见时陪同。尽管在“文革”的紧张气氛中，李

政道没有跟朱光亚或其他中国科学家讨论过核武

器问题，但他的一些美国科学家朋友与中国同行做

过一些核军备控制方面的对话尝试。例如，1976年

10 月 5~22 日他的好友潘诺夫斯基(和夫人阿黛尔

(Adele))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

邀请访华，行前李政道跟他讨论了中国的加速器计

划，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应该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

后来潘诺夫斯基在北京做出关于对撞机的建议，并

在北京烤鸭店一次宴会上与中国物理学家周培源

进行了关于核军备控制的非正式谈话。 [13]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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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初期，李政道还身体力行地促进海峡两岸的科

技交流，包括在 1984年为两岸的物理学会参加国际

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简称 IUPAP)担任联系人，

为两岸成功入会起到了关键作用，从而也间接促进

了世界和台海和平。[14]

到了 1988年，回到文章开头所讲述的 5月 23日

潘诺夫斯基在高能所与中国科学家所进行的核军

备控制见面会：尽管潘诺夫斯基和与会中国科学家

都认为讨论很有成效，但潘诺夫斯基想要达成持续

的中美科学家就此议题展开对话的愿望仍然没有

进展。在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周光召总结说：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与潘诺夫斯基博士进行了

讨论并听了他的报告。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把这样

的讨论持续下去，可以是不定期的聚会，也可以是

更具有连续性的系列会议。我相信双边的、非正式

的讨论对两方都有益处。[15]

潘诺夫斯基知道，如果想要达成以他担任主任

的美国国家科学院 CISAC 与中国科学家进行持续

的核军备控制对话，关键人物是当时担任原国防科

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但如何才能与朱光亚

取得直接联系、讨论此事？当天在高能所的会议结

束以后，潘诺夫斯基见到李政道。李政道当时正在

北京组织“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

当天晚上为招待与会的中外科学家举行了北京烤

鸭宴会，邀请潘诺夫斯基也参加。很可能是在这个

宴会上，李政道告诉潘诺夫斯基一个好消息，如他

在当天晚上日记中所记：“李政道给我安排了明天

与朱光亚一起午餐，而朱光亚才是真正能决定将来

军备控制讨论的关键人物。”[16]

第二天(1988 年 5 月 24 日)，李政道、夫人秦惠

䇹、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如约共进午餐。这是潘诺

夫斯基在当天的日记中的记载：

我跟李政道及其夫人一起与朱光亚见面、午

餐。我用大部分时间来回顾昨天的见面会，概要介

绍了 CISAC成员的资历和背景。朱光亚指出，要在

中国建立一个类似的科学家委员会，有一些“政治

敏感性”(“political sensitivity”)，但在交谈结束时他

说“我将尽我所能”(“I will do my best”)。在此刻没

有比这更好的承诺了 (“Nothing better can be ex‐

pected at this point”)。[17]

这是潘诺夫斯基这次访华的最后一天，所以当

天晚上中方给他在北大附近一家餐馆隆重设宴送

行，李政道夫妇，曾参与正负电子对撞机决策的国

家领导人方毅、谷羽、林宗棠，高能所的叶铭汉、方

守贤等出席。宴会后潘诺夫斯基还跟方毅简短讨

论了一下他前一天在高能所组织的核军备控制见

面会，但他第二天离开北京时无疑感到最大的收获

是在李政道的牵针引线帮助下认识了朱光亚，希望

他关于促成中美科学家核军备控制对话的承诺能

够实现。[18]

然而，潘诺夫斯基可能不知道的是，李政道为

促成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持续的核军备控制对话

做了不止上面这些努力。其实，在潘诺夫斯基在

1988 年 5 月 23 日在高能所组织核军备控制见面会

的当天，李政道就获悉朱光亚没有出席会议。他当

时就试图联系朱光亚并说服他参会。当时参加会

议的朱光亚助理邹云华，在 2012年发表的缅怀朱光

亚逝世一周年的文章中，生动回忆了李政道当天的

不懈幕后努力：

李政道教授在工作午餐时通过中国科学院的

柳怀祖找到我，请我与朱光亚主任联系是否可请朱

主任来参加下午的会议。当时，李政道教授就站在

电话旁等着我打电话。朱主任的秘书在电话中告

诉我，朱主任因忙不能与会。我对站在我旁边的李

教授复述了一遍。李教授又对我说：“请转达我要

请朱光亚一道进餐，他一定会来的。”[19]

由此李政道成功促成了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

第二天中午的见面、午餐。但李政道知道此次午餐

并非意味着他和潘诺夫斯基促成中美科学家核军

备控制对话的努力就大功告成了，而是需要趁热打

铁，继续努力。为此，他在几天后邀请朱光亚夫妇

到他在北京的家里晚宴，并请朱光亚带邹云华和其

他几位中方的裁军问题专家一起参加。据邹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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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席间，李政道教授的夫人秦惠䇹女士对大家

说：‘1946 年，吴大猷教授带着他的两个学生去美

国，一个是李政道，一个是朱光亚，他们俩可是情同

手足啊！’”[20]这段话给了邹云华深刻的印象，也使

她意识到李政道在中美核军备控制交流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一个月后，1988 年 6 月 28 日，李政道又给朱光

亚写信，帮助潘诺夫斯基落实后续的中美科学家核

军备控制会议：

潘诺夫斯基教授与您午餐后，对您的学者作风

极为赞佩。潘教授很想知道中方与 CISAC 在十月

份是否召开一次会议？因为 10 月份潘教授要在北

京参加两个会议，假如中方想与 CISAC 召开会议，

应即做安排，10月底潘教授比较方便。[21]

就这样，在李政道、潘诺夫斯基和朱光亚的共

同努力下，中美科学家开展核军备控制的对话终于

顺利开启了。1988年 10月，潘诺夫斯基在离华 5个

月后带领几个CISAC成员(包括几位美国核武器试

验室主任)重返北京，在朱光亚的安排下，与几位中

国科学家、专家(包括胡思得、杜祥琬、宋家树、邹云

华等)就核军备控制问题在欧美同学会进行了两天

的深入交流。 [22]尽管这次朱光亚还是没有直接参

会，但他对会议非常关心，做了详尽的准备和组织

工作。多年后参加此次会议的时任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院长胡思得回忆起朱光亚的幕后筹划：“第

一次与美国科学院交流时，他首先让我们出面与他

们谈。每天晚上向朱主任汇报，他提出该提什么样

的问题、要表达哪些意见等”。 [23]在最后一天的晚

宴上，朱光亚出席了，并告诉潘诺夫斯基说，他认为

这些讨论应该继续，而且中方应该增加参与讨论的

人员，包括增加社会科学家。[24]

本来按计划下一次中美科学家核军备控制对

话要在 1989 年或 1990 年在美国举行，但因故未能

实现。在此情况下，李政道又一次利用他在中国科

学界、领导人中的声誉来帮助重启中美科技交流、

恢复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等美国科学家所开创的

核军备控制对话。为此，1989年 10月 19日，他写信

求助于曾经领导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聂荣臻元帅：

目前，祖国在国际上面临了相当大的困难，作

为海外的炎黄子孙，理应效力。我将竭尽全力为国

分忧。盼望得到祖国的支持，特别希望能继续得到

您的帮助。

潘诺夫斯基教授是国际极有成就的著名物理

学家，多年来一直十分热情地帮助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的建造工作。4 年前他在心脏手术 3 个月后就

赴北京工作，得到了中国领导人和科学家的广泛赞

扬。潘教授将在今年 10 月底至 11 月上旬又去北京

继续协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物理实验的工作。

此外，他将和中国有关专家讨论核裁军问题。他十

分希望朱光亚先生能作为中国方面正式成员之一，

参加这个讨论。

在今天西方一边倒抵制中国形势下，潘教授能

去北京工作和访问，是很难得的。也可以转变其他

美国上层科学家(因受到大规模的不利中国的电视

和其他报道宣传)的偏见。

潘教授希望朱光亚教授能作为正式中方成员，

和他正面讨论对中美两国互相有利的问题，也是合

理的(并不过分)，使他的这个愿望达成，对做好国外

科学家的工作也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我十分诚恳

地请您和丁衡高主任能在百忙中给予关心、帮助和

促成。[25]

尽管潘诺夫斯基似乎最终未能在 1989年访问

中国，但李政道对他对中国科学发展贡献的推崇，以

及李政道认为核裁军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利”的事

情，有可能对聂荣臻、丁衡高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

增加对核军备控制工作支持至少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后不久，1990 年 4 月 24 日，中国政府正式批

准“中美科学家以民间渠道方式、就国际军控问题

进行持续性的不定期磋商和交流的活动机制”。

1991年中国又正式建立“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裁军

协会科学家军控小组”(简称“中国科学家军控小

组”)，以朱光亚为第一任主席，与以潘诺夫斯基为

主任的美国国家科学院 CISAC 进行核军备控制交

流。1991年双方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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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开会恢复交流，朱光亚出席

并作了报告。[26]双方 1992年又在北京开会，使得核

军备控制交流机制走入正常化。1994 年中国核物

理学家、朱光亚早年的学生宋家树接替他担任了中

国科学家军控小组主席的职务，继续与CISAC进行

交流(后来两任主席分别为胡思得(2000~2016)和田

东风(2016~))。 [27]而在美方的 CISAC，潘诺夫斯基

于 1993年卸任主席，由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霍尔德

伦(John Holdren)继任直至 2004年(之后由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地球物理学家杰洛兹(Raymond Jeanloz)

担任)，而霍尔德伦在 2009~2017年间担任奥巴马总

统的科技顾问期间继续推动国际核军备控制。[28]

3. 结语

中美科学家、学者都对中国科学家军控小组与

CISAC的多年交流给予高度评价。邹云华，作为这

些交流的中方多次参与者，称赞这个机制“是中美

之间的一种科学家之间的民间或半官方的交流，是

中美军控领域中起步最早、交流时间最长、效果最

明显的一种交流，这不但加强了中美科学家之间的

相互了解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是中美关系稳定

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的桥梁作用”。[29]而潘诺夫斯基和长期参与该

项交流的 CISAC 成员、杰出美国物理学家咖文

(Richard Garwin)等也都认为，这些交流对国际核军

备控制大有助益，并对中国 1992年签署核不扩散条

约和 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起到了推动

作用。[30]

曾经几次到斯坦福大学跟随潘诺夫斯基研究

核军备控制的邹云华还深深体会到，李政道在这些

交流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她在 2012年

悼念朱光亚逝世一周年时所写：“在我看来，促成以

朱光亚主任为首的我国科学家军控小组同潘诺夫

斯基教授为首的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

委员会开展双边军控学术交流活动，在很大程度是

因为搭桥者是朱主任的挚友李政道教授。”[31]

确实，搭建中国科学家军控小组与CISAC交流

这座桥梁是很多中美科学家多年努力的结果，而其

中朱光亚和潘诺夫斯基作为交流双方各自的主要

组织者，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搭桥人，但李政道为

他们两位搭桥人之间牵线搭桥、建立联系，为这个

交流机制的持续发展而尽力，对整个交流机制的成

功也是功不可没的。李政道在推动中美核军备控

制交流方面的不懈努力，与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并身

体力行地推进国际科学交流、中美人民友好、和世

界和平是一致的。在国际局势紧张、核战争危险升

高的今天，但愿李政道先生的榜样能激励我们所有

人都珍惜和平并为进一步促进和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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